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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矶”对于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形态、洲滩的发育、岸线的稳定等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并直接影响

到长江的防洪、航运、岸线利用等经济和社会活动。位于长江武汉段的龟-蛇卡口是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的河道卡

口，关于该卡口内的岸矶，前人提到的多，做专门研究的少。通过大量历史文献的收集与分析，结合实地调查，对

龟-蛇卡口内矶头的分布、组成及对武汉早期城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黄鹄矶和禹功

矶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矶——红石矶和张王矶。这些矶头的存在决定了龟-蛇卡口的地貌形态，并对长江武汉段河

道特征具有重要影响。从载有四矶的历史文献类型来看，黄鹄矶和禹功矶更多地出现于人文社科类文献；而红石矶

和张王矶则仅见于防洪、城建和水利工程等方面，表明他们的实际意义的不同。四矶的存在对汉阳城、武昌城的城

垣的规划和建设具有支撑作用，同时是所在江段沿江堤防建设的基点。此外，四矶还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景观意

义和城市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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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是屹立江岸凸出水中的岩石，矶常受地层的走向和构造等控制，分立河道的两岸形成卡口。矶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河流

边界条件，对河道的形态、洲滩的发育、岸线的稳定等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1,2,3,4,5],直接影响到长江的防洪、航运、岸线的利用

等经济和社会活动[5,6,7,8,9]。同时，矶头屹立江边，波涛澎湃，登高远望，景色佳丽，常形成重要的军事要地和人文景点。因此，

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人文研究价值[10]。 

武汉龟-蛇江段是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的卡口，长期以来一谈到龟-蛇卡口，人们提到的只是黄鹄矶、禹功矶[11],即使在武汉

历史地理论著中也是如此[12,13,14,15]。最近，我们在进行武汉市城市地质调查和历史地理的图集编辑中发现，仅有黄鹄矶和禹功矶

的存在，难以形成龟-蛇卡口长达 1.8km的平直岸带，更无法解释地处第四纪松散层的古武昌城西南城隅和古汉阳城东南城隅如

何能临江而立。经查阅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发现，长江武汉段的龟-蛇卡口其实是由“四矶”组成，除了黄鹄矶和禹功矶之外，

还有红石矶和张王矶，后两者分别位于长江两岸的黄鹄矶和禹功矶的上游龟-蛇卡口入口处。也正是这“四矶”隔江对峙，才造

就了该卡口的“箱型”形态，也才有了古武昌城和汉阳城的双城对峙格局的形成。本文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地质分析，对四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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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及其位置进行了考证。并就四矶作为地质基础对武昌城、汉阳城建城及防洪堤防建设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1 有关“四矶”的历史文献记载与释读 

黄鹄矶、禹功矶、红石矶和张王矶是龟-蛇卡口重要的 4个岩石矶头。由于长期遭受江水侵蚀，特别是沿江护岸工程的遮挡，

现在很难观察到。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其存在和价值加以论证。在此重点论证前人论及较少的红石矶和张王矶，对于黄鹄矶

和禹功矶主要引录其地理意义的历史记载。 

1.1 黄鹄矶 

黄鹄矶也称黄鹤矶、汝南矶、观音矶等。关于黄鹄矶的历史记载实在是太多了，现将有重要且明确地理指示意义引录如下。 

《水经注》[16]对黄鹄矶周边的江流形势与地貌环境有清晰描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

江水溠洄洑浦是曰黄军浦……,也商舟之所会矣”。“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曰之黄鹄湾”。 

宋《舆地纪胜》[17]记曰：“夏口城，城据黄鹤矶，本孙权所筑，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 

乾隆《江夏县志》[18]城池(1794)载：魏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孙权筑夏口城，城在“在县西黄鹄山其西南角，因矶为高墉枕

流，上则逥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 

又，该志山川目下对黄鹄矶历史与所处江面水流态势均有具体的交代：“黄鹄矶又名汝南矶……,古称禹功矶后讹为吕公矶，

元林元大禹庙记，世祖南巡驻骅黄鹄问矶何名，吕公父老对曰，唐有吕道人吹笛其上故名。又问，唐前何名，无对者。再三问，

一人曰，闻诸古语是禹功矶后人讹称，上韙其言，嘉奖久之。荆州图经云，夏口城因矶为墉枕江流而峙，激浪喷震，舟人恒危之，

昔侯景沈鲍泉于此前有弱水一规，每风涛恬息时，试以木屑羽毛无不沉者”。 

乾隆《江夏县志》所引元代世祖南巡故实，先已为隔江汉阳史志的撰修者采信，但地望指向则大相径庭。 

嘉靖《汉阳府志》[19]大禹庙条下引文为：(林元《大禹庙记》)世祖皇帝南巡“渡江次鄂驻骅于黄鹄山，时大别形胜正当睿览，

尝问诸父老曰，山头石矶何名吕公，对曰，闻唐时有道人吕姓吹笛其上故名又问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对再三问之有一对曰闻之古

语云是禹公矶后人因讹传大称圣意嘉奖久之”——此处文中原有“时大别形胜正当睿览”九字，正是“禹功矶”方位指向的关

键性依据。两方所倚为一，所指则悖，当以汉阳府《朱志》为是。 

黄鹄矶上原建有头陀寺，宋陆游曾临，见《入蜀记》[20]。寺毁后，明正德时建观音阁，明末毁于火，清初于旧址重建。这是

后来黄鹄矶又名观音矶的事因。 

1.2 禹功矶 

禹功矶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吴王矶、吕公矶、禹王矶等称谓。 

宋《舆地纪胜》:“楚波亭，在吴王矶上”(汉阳军景物下)。 

明《湖广图经志书》[21]卷 3 汉阳山水：“原为吴王矶，在(汉阳)县东北一里吴魏相持时，皆以沔口为重镇，吴守此矶以为

障，故名。又名禹功矶元世祖南征驻骅于黄鹄山，隔江望见矶，问其名。老叟对曰，古传为大禹治水成功之所，帝悦之。遂因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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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庙旧基创祠以祀禹”。 

明嘉靖《汉阳府志》卷四庙祀志载：大禹庙在大别山禹王矶上。明万历《汉阳府志》
[22]

续载为禹王矶。 

清康熙《汉阳府志》[23](1669)舆地志禹功矶条仍袭前朝故实，但综合原有史料的努力十分突出：“初名禹功矶，元世祖驻骅

于黄鹄山，问诸父老曰，隔江山头石矶何名吕公……,帝大悦因立禹祠于石矶之上……,一名吴王矶，吴魏相持，以沔口为重镇”。

又，庙祠祠祀二大禹庙条“在大别山禹功矶上，宋绍兴间，司农少卿张体仁以此地江汉朝宗之会，乃建庙以祀大禹，而以益稷配

焉，明洪武二十年十月，楚昭王躬行祭奠”。 

显然，“康熙志”已将大禹庙(祠)的创筑时间由元上溯至宋，当有所本。 

综合以上，当以“吴王矶”最切近历史真实。 

1.3 红石矶 

红石矶，因在矶上建有一庙，又称红庙矶。所处位置为武昌城文昌门外濒江边岸走向拐点，即鲇鱼套入江口下首的江岸，是

武昌古城西南陆水的边际拐点。现位于武汉造船厂二码头附近，长江水位较低时仍可见。现在的红石矶为在原天然矶石上人工加

筑了一层厚厚的大块红砂石砌筑的保护墙(图 1)。 

宋《舆地纪胜》[17]载：“弥节亭在竹簰门外临江……,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古时滨江寺庙、亭台多建在矶头阜地，故推

测弥节亭当在红石矶上，此弥节亭乃红石矶地势的最早信息。这也为后期的记载所证实。 

 

图 1现位于武汉造船厂江边护岸后的红石矶(胡全志摄) 

康熙武昌府志(抄本)有载：明洪武四年江夏令周德兴对宋鄂州城重修扩容，“为门九，东曰大东小东，西曰竹簰汉阳平湖，

南曰新南保安望山，北曰草埠。嘉靖十四，都御史顾璘易大东曰宾阳，小东曰忠孝，易竹簰曰文昌，易新南曰中和，易草埠曰武

胜。”由是，宋竹簰门即明嘉靖之文昌门。文昌門正对江岸红石矶，即宋弥节亭所在。 

明成化三年，黎淳《修砌江岸碑记》[24]总括江岸工筑走向与规模时，再度提及红石矶拐点：“度其地，起竹簰门至马坊闸……”。 

明代郭正域在《御史翼城史公江岸生祠记》
[25]
一文中直接记述了红石矶当时的实际状况：“(江岸修砌工程)自王惠桥至红庙



 

 4 

(矶)无岸……。”“无岸”即文中提示此前里河自王惠桥至红庙矶的北岸段未修筑御洪岸堤，需要计划工料创筑。 

乾隆《江夏县志》山川志记载红庙矶：“在文昌门外，当江水之冲，矶在水中冬涸始见，波流满激，浸啮城岸，铸铁犀镇焉。

今旁号烈女渡，为马烈女投江处”。晚清同治间有人在红石矶旁为马烈女立祠祭祀。 

综以上所述，红石矶信息主要来自于历代武昌府城城区江岸工程的文献记载，可提示为突峙于郡城西南角江岸的红石矶实

为武昌府城历次筑岸工程的要穴所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里河通江口(鲇鱼口)处的红石矶紧邻处有铁石矶，附近还有铁石矶、黄花矶、赵佗石等，应是一个

基岩露头群，也可称为“红石矶群”。 

1.4 张王矶 

同红石矶一样，张王矶上建有庙宇，也常称张王矶为张王庙，或张巡庙。 

宋代黄干有筑城专文记载过时人对张王庙矶头的描述，“自张王庙畔曲转处正是水势直来冲打去处”[26]。 

《嘉靖汉阳府志》卷二方域志：“张王矶在南纪门外临江矶上，上有唐张巡庙无名氏诗，古庙登临感烈臣，生为名将死为神，

矶头急浪如雷吼，绝似睢阳战寇嗔”。该志卷四庙祀志载：“张王庙在南纪门外矶上，相传为唐张巡守睢阳有保障江淮之功，故

江汉人多祀之。庙立于唐末，后人不知为谁皆以张王称之。宋时建昌羽士游汉阳召问神乃自书为巡作歌一篇按唐张柬之封汉阳王

后为武三思流瀧州卒，意庙祀柬之未知孰是”。 

万历葵楚尹应元《郡治意说》:“夏月江涨与洞庭无异，丹丸之地力不能当一，张王矶被水冲洗，岁渐低缩，大别山头入江，

原不甚长，滔滔洪流，凭何关锁”[27]。 

乾隆《汉阳府志》(1747)卷六舆地：“东南一带城垣滨临江渚……,劲流直洗江岸，兼以南城外张王矶水激如射冲洗更甚”。 

与隔江相望的红石矶相类——自宋历明及清，汉阳府主事者与修志人一再提及张王矶处的险要及危殆情势，其间极少涉及

寺庙文化本身应有的内容，而更多地关注于城垣修筑或堤防建设，凸显出张王矶之所在是维系一城生计安危的枢机要地(图 2)。 

 

图 2明嘉靖汉阳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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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献对四矶记载的出处来看，黄鹄矶和禹功矶更多地出现于人文社科类方面，表明其文学、历史、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更大。红石矶和张王矶主要出现在对长江水文状态描述、城垣修筑、堤防建设等，说明其在这方面意义的重要性。因此，红石矶

和张王矶在历史文献中的“点击量”远不及黄鹄矶和禹功矶。 

1.5 历史图像中对四矶认知的印证 

前人对江岸四矶的系统性认知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现端倪。康熙《武昌江岸图》(图 3)是研究当时地理地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

源。该图收录于1998版《武汉历史地图集》[28](收藏单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对早期舆图文献的检索我们发现，故宫博

物馆收藏有同名图。 

《武昌江岸图》主体部分中，大江中线与蛇山主脊几成正交轴系，以定格鸟瞰当时的三镇风物。武昌府城及附近的江南区域

显然是描绘重点，但就画面主体内涵分析，作者似乎更在意山水格局与都会市廛的呼应融合。除标注有数十个重要地名外，在关

键地理区域标注有四处短文来说明水系走向与沙洲演变。武汉江岸四矶恰好被置于图面略偏左上方的视觉要点上，依次标注有

黄鹤矶、晴川阁、红庙矶码头、张王矶，凸显出编绘者对武汉江面地理要素的悉心观察与准确把握，且描绘笔触细腻流畅，当是

本土最早将四矶作为一个景观系统融入画意的佚名大家。 

而最早以量化形式定格四矶的地图，当属清末出现的方格图《武汉城镇合图》(图 4),该图属本土传统舆图，刊行年代约在

1900 年前后。 

图面四矶文字的表达方式仍袭康熙《武昌江岸图》[29],以晴川阁替代禹功矶(阁在矶上),其他均按当时约定俗成之指谓的本

义出现，如观音矶(黄鹄矶)、红庙矶、张王庙(矶)。由于方格的匡正，四矶相对位置精度表达较高，又由于承袭本土舆图的山水

绘法，图面重现实景的具象意味浓厚。 

江面四矶作为地理要素“齐集”于方格图，当有两点值得探究：(1)历史上由于没有系统而坚固的堤防体系，突出的矶头显

得十分重要。人们如果想对沿江两岸的实况做系统性的景观表达，四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2)反过来看，当时的学者甚至于本

土“芸芸众生”对四矶作为一种地貌存在的感知度当普遍高于当代人。 

 

图 3康熙时期的武汉江面(仿制复原图) 

注：选自《武汉历史地图集》,据我们近年对图面要素的研究，推测该图面世时间不早于清康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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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晚清四矶形势舆图(《武汉城镇合图》局部) 

注：现在人们使用的《武汉城镇合图》的电子版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由于图面无编绘者及刊行年代的基本信息，故使用

者常将收藏单位的编号标识 B182.1512C1864 作为刊行年代的认定依据. 

四矶的图像史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在短短数百年时间里，完成了由方志舆图向全景式绘画及三镇全舆图的整合性跨

越，是社会精英群体对地理资源认知与利用水准不断深化提高的形象化证据。 

2“四矶”对城市建设的作用与影响 

龟-蛇江段的“四矶”对武汉市早期的城市——武昌城和汉阳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黄鹄矶和禹功矶对城市建设和

防洪的作用和影响前人已有较多研究，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对张王矶、红石矶进行讨论。其实，从四矶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城廓的

关系即可知，张王矶和红石矶对城防建设的意义远大于黄鹄矶和禹功矶。 

2.1 张王矶对汉阳郡城的作用与影响 

最早认识到张王矶对筑城重要性的是南宋知名学者型能臣黄干。嘉定八年黄任汉阳军知军，到任伊始即筹措修筑城垣事宜。

踏勘地形，规划城垣走向，为纾解民困并达成共识。专门撰文《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文中有张王庙(矶)地里位置形势险要

的明确记载：“张王庙畔曲转处正是水势直來冲打去处”。张王矶凸出江中，正当江水冲要，且在城垣的转折点上(图 2、图 3),

是汉阳郡城城垣走向规划与施工的关键所在。 

明清交替时期的武汉，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扩张日剧，财富积聚，人口增加，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挑战。受地理环境的制约

以及城市防洪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影响，濒江市镇居民生活的安全感，危机感日益突出。频发的洪灾造成的人口与财富损失使危

机意识首先在汉阳郡城管理精英层积累萌发。 

郡治“常苦水浸之患”的汉阳人防洪观念在嘉靖后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一改“其障御全藉大别一山，故从来未设堤防”[30]

的消极陈规，开始考虑筑堤御洪，保护城池。“郡人王光裕曰，楚自开国以来，武昌为会城，汉阳称接壤，为右臂。无事则唇齿

相依，有事则首尾相应，两郡对峙在形胜，而设险在城池”。“至嘉靖末年以来洪水泛涨江岸崩卸自城去水，不满丈馀，故今修

理江岸为第一义。缓而不讲，则崩岸殆尽，城圮可以计日”
[31]
。 



 

 7 

汉阳府汉川县人尹应元(万历二年进士)于《郡治意说》中重点说明张王矶是治理改善郡治大局环境中的关键性地理要素：

“汉阳郡治……,襟带江汉秀丽舂容……,可谓佳矣然鄙意窃谓郡治风水欠佳处亦有之……,若水大山小，夏月江涨与洞庭无异，

丹丸之地力不能当：一、张王矶被水冲洗，岁渐低缩，大别山头入江，原不甚长，滔滔洪流，凭何关锁；二、凤栖山之北暨大别

周遭，新旧冢累累，不惟泄气太多，非所以涵灵酝秀……;三、汉颖深以为然，因言渠曾屈指府城内外，六十年来，第宅不易主

者，不过五六家……。夫关锁之地，不可为力矣，张王矶须于冬月水降时，采取巨石深栽密砌，令其高阔，稍复三十年之旧”(万

历《汉阳府志》卷三创置志)。 

尹之“意说”言辞犀利，坦陈汉阳郡城在防洪安全、空间拓展、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经济振兴各层面面临的实际困厄，充

满忧患意识。其首选治理张王矶以破局的气度眼界及具体方案尤其值得称道。 

尹的筑岸主张在乾隆四年(1739)得到一次全面的响应。乾隆四年的汉阳江岸工程：“自西关外小码头起(西关时在西门桥上),

至东门(朝宗门)上码头止应筑正岸二百六十七丈，应加筑护岸二百六十七丈。再，张王矶前更属险要，需增二层护岸三十丈，统

计正护岸共五百六十四丈，各高一丈二尺”。就高度设置而言，这是一个基于提高抗冲击强度的倚坡梯级递进式双层护岸，工程

施工重点放在张王矶，方案总体布局凸显出主事者把握枢要、规避风险的正确思路。该工程于乾隆五年(1740)完美收官。 

2.2 红石矶对武昌城修筑的作用与影响 

历史上，武昌城的建立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夏口城——唐宋时期鄂州城——明清时期的武昌城，城廓不断扩大，并具有

由蛇山向南北扩展的特点。夏口城筑于蛇山之上，以基岩为基础；鄂州城向南北拓展，北城墙位于凤凰山——螃蟹甲，位于蛇山

山前，城基大都为基岩。明代武昌城扩建时，由于城北为沙湖，城市主要向南扩展至红石矶、铁石矶——萧山矶、梅家山一线(图

5),这里曾是长江武昌湾的岸边。当时的武昌城基本上位于长江的半岛之上，南、西两侧临江，南岸主要受红石矶、梅家山等基

岩矶头保护，西岸则受红石矶、黄鹄矶等基岩的护佑，位于由南岸向西岸转折处的红石矶具有中流砥柱之意义。武昌城西南角的

城墙正是坐落于红石矶群(红石矶、铁石矶等)之上。此外，为了保护武昌城沿江城墙的安全，在城外沿江还修筑了武汉市最早的

防洪堤防[32],这些堤防更是以红石矶作为支撑点的。由本文前述有关红石矶的历史记载，也主要来自于历代武昌府城江岸工程之

文献。可见，红石矶对武昌城建设的重要性。 

 

图 5四矶位置解析简图 

3 四矶形成的地质基础简析 

图 6 是龟-蛇卡口段四矶的分布与地质条件的关系图，从中可以看出，矶头的形成是受近东西走向的基岩控制的。禹功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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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鹄矶主要由泥盆纪云台观组(D3y)石英砂岩组成；关于红石矶(群)岩性组成，从地质图可以看出，此乃其东南约 2km 的二叠纪

栖霞组(P2q)地层的沿走向延伸，岩性为含燧石结核生物屑灰岩组成；张王矶因现今没有出露，推测为志留纪龙马溪组(S2l)。由

于泥盆纪云台观组(D3y)石英砂岩有着更强抗蚀能力，因而形成的矶头更为明显。 

 

图 6龟-蛇卡口段地质特征与矶头分布 

注：底图据 1∶5万武汉幅地质图，2010. 

黄鹄矶、禹功矶分别为龟蛇两山山体的延伸，其倚山濒水地理特征有利于冷兵器时代的攻守补给。江汉湖盆腹地的早期开发

是以资源掠夺与占有的战争形式开始的，作为军事要塞的支撑点它们在东汉晚期近乎同时被开发利用。 

早期以黄鹄矶、禹功矶为支撑点的军事要塞也是后来武昌与汉阳两城的生长原点，武昌始筑夏口城在东吴黄武二年(223 年),

汉阳城始筑于唐武德四年(621年)。筑城之后，两地城垣在向南延伸扩张的过程中，又分别利用了红石矶、张王矶作为南缘濒江

的地理支撑点(图 5)。农耕时代至 20世纪20～30 年代城垣拆除，两城的空间扩张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南缘支撑点——矶头的牵引

与制约。从图 6 还可以看到。武昌城的东南隅也是以由二叠纪栖霞组(P2q)组成的梅家山为支撑的。同时，萧山矶表明当时这里

也是濒临长江的——武昌湾，在金沙洲和白沙洲并岸后才成为陆地。 

若以长江中线为竖轴，取凤凰山东端，蛇山西端连线为横轴，综合观察比较汉阳城城区与武昌城山南区域面积的大小，会发

现与张王矶、红石矶距横轴的远近有正相关趋向。对照图面分布于两岸的水流曲线，这种来自图面的感性认识会有被强化的感

觉。 

尽管是一种感性认识，但仍可据图推定，分居上游的两矶头是两府城历史空间稳定的基本地学要素。此处的“稳定”有两重

意义：一是，平水期稳定存在的可供居住的陆地，二是，洪泛期，受到堤坝保护能安全居住的陆地。前者，于滨江两城是得益于

天之造化：是江、汉亿万年挟沙泛滥与山南两矶相搏的结果；后者，则是人与水争的成果。而人与水争，较有把握的意识行为是

在平水期稳定存在的陆地上利用天然基岩露头作支撑来构筑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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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红石矶、张王矶都当水之要冲。它们分别处在历史时期的永济港、里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两矶上游江面宽阔，

历为沙洲生灭活动区。两岸的江岸砌筑工程多启动于这些沙洲崩卸之后，两矶失去屏障“矶前水激如射”的年代，汉阳城东南张

王矶后的缺角与武昌城垣外西南角红石矶后的坡滩都是人与水争的结果被定格在地图里。 

4 四矶的文明史概 

四矶屹立江边，波涛澎湃，地势险要，历来作为古代重要的渡口和军事要塞。同时，矶头有融山水兼得之美，天然风景优美，

留下许多名胜古迹。武汉龟蛇卡口江面四矶从历史深处走来，其文明史大体可划分为三阶段：初起，是为军事地要开拓期；继之，

是为祠庙祭祀文化播化期；嗣后，再有城市建设的地质资源利用期。 

军事地理开拓期就四矶文明史总体而言时段较短。随着政治地理分野的确立，军事要塞即启动转化为民邑市廛的进程。这从

《水经注》“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洄，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

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曰之黄鹄湾”的记载可以得到印证。 

又，据“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推测，黄军浦之地望当在明清时期武昌城垣的西南一带，是红石矶矶群所托负

的滨江滩地。这片江滩与在它东面(下首或水流流向)的黄鹄山、黄鹄湾、黄鹄岸、黄鹄矶诠释了当年的文化繁荣：“商舟所会、

林涧甚美”。 

以祠祀寺庙为标志的文化播化期延续较长，当是早期楚人重巫风俗与道、佛教流行相互渗溶作用的结果。如，黄鹄矶头的头

陀寺、观音阁，“吕公矶”与“禹功矶”到大禹庙的出现，即是这种相互渗溶的路径遗痕。 

对历史人物的神化与祭奠则是张王矶与红石矶共有的特征。“张王”《汉阳府志》的撰修者认为有两个：张柬之、张巡，前

者以逼退武则天恢复李唐江山有功，封“汉阳王”。后者，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消灭叛军两万多，“有保障江淮之功故江汉人

多祀”。 

明清时期，作为文化载体的江矶主要聚焦于黄鹄、禹功两矶，且宗教祭祀色彩逐渐淡出，代之以历史地理与江山胜迹的文化

情韵。 

四矶的地质资源利用期出现相对较晚，却是明清时期武昌、汉阳两府文化精英层以及治江主事者最为突出的认知特点与工

筑实践亮点。这个时期的主要表征为：江矶作为岸筑御洪支撑点在实践中得到重视，且有较好效果回馈，一度成为特有的地域性

治江模式的理论来源。 

武汉江面四矶文明史(征战据点—庙宇祠祀—岸筑倚托)的阶段性划分只是相对的，解析的，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交集互渗多

多，因而各阶段具有所谓无痕对接的特征。 

5 结论 

(1)长江武汉段龟-蛇卡口由四个主要的矶组成，除了人们常提到的黄鹄矶和禹功矶外，还有红石矶和张王矶。这四个矶在历

史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从而表明这四矶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2)龟-蛇卡口的箱形型态是有四矶控制的，红石矶和张王矶位于长江进入卡口的入口，其对龟-蛇卡口地貌形态的意义更大。

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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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石矶和张王矶对汉阳城、武昌城的城垣的规划和建设具有工程地质作用，同时是所在江段沿江堤防建设的支撑点。其

地质资源意义大于黄鹄矶和禹功矶。 

(4)从大量的历史记录和载有四矶的历史文献类型来看，黄鹄矶和禹功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人文、社科类方面；而红石矶和

张王矶则仅见于防洪、城建和水利工程等方面，表明它们的功能和实际意义的不同。 

(5)长江武汉段龟-蛇卡口的四矶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景观意义和城市建设等价值。其文明史可概括为：初起——军事地要

开拓期，继之——祠庙祭祀文化播化期，嗣后——城市建设的地质资源利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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